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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暴力加害人處遇成效評估研究之初探
Treatment Effectiveness of Marital Violence Offender: Preliminary Findings
摘要
目的：本研究目的在初步探討家庭暴力加害人的處遇成效。
方法：本研究採調查法，透過自陳量表，了解處遇工作者、加害人、被害人對家庭暴力行為進行不同面向的了解。
結果：在處遇方案的執行面而言，多以「社會－文化」及「以家庭為基礎的成因理論」為處遇方案的基礎，但核心主題的呈現上，則亦重視個人層面的介入，包括認知行為、情緒疏導等。在暴力行為改變方面，加害人自陳暴力控制次數顯著降低。經加害人處遇之後，被害人的生活品質亦有改善。
結論：雖然施暴者使用暴力的次數降低，但本研究發現加害人與被害者對暴力與控制的自陳並不一致，因此仍需進一步探討雙方觀點的分歧與加害人暴力自陳的淡化或否認現象。本研究因抽樣方法的限制，研究結果不建議做推論之用。
關鍵字：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方案、成效評估
Treatment Effectiveness of Marital Violence Offender: Preliminary Findings 

Abstract

Background: To explore the treatment effectiveness of intervention program on marital violence offender. Methods: Survey method was used through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 aiming at understanding of workers, violence offenders, and victims in view of domestic violence in marriage. Results: In the executive level of the intervention programs, a theoretical basis of "social-cultural" and "family based attribution theory" were applied, while in the presentation of central themes, individual intervention was also emphasized, including cognitive-behavioral and emotional ventilation techniques. In view of the change in violence,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frequency of violence was noted, and the change wa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frequency of control. After the intervention programs, the victims' quality of life was improved. Conclusion: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batters decrease the frequency of violence, this study also revealed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self-reports of violence offenders and victims.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presence of minimization and denial phenomena by violence offenders was needed.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hould be interpreted with caution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sam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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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暴力加害人處遇成效評估研究之初探
1、 研究緣起
家庭暴力防治法自從1998年通過之後，國家開始以司法的力量關切與重視家庭內的暴力事件與家庭成員的安全議題。且為了達到防止家庭暴力之立法宗旨，在第二條中明確界定「加害人處遇計畫」以期能透過處遇，改變加害人的行為、停止家庭暴力的再發生。
1999年，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依法推出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以來，時至2012年的，處遇計畫是否一如預期地改變加害人的施暴行為，可說是眾說紛云。Gondolf（2001）列舉：多數的處遇工作者均嘗試舉出一些例證，說明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的有效性，例如聲稱：「研究顯示經過我們的加害人遇方案之後，只有14％的再犯率。」然而另一方面，有些強調受害人保護的單位卻強烈地質疑對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的作法（Gondolf，2001）。究竟，「加害人處遇方案」在整個家庭暴力防治網絡中的定位為何？本研究擬從台灣執行加害人處遇成效來探討這個問題。 
陳怡青（2012）曾提出進行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方案評估有四個好處：

（1） 透過評估研究報告，可以為「成效」進行操作性定義。

（2） 評估研究可以用科學的方法回應實務上「有效」或「無效」的爭議。

（3） 評估研究有助於修正工作方法，以達到最佳的工作效益。

（4） 透過方案評估檢驗工作目標的達成情形，有助於解決家庭暴力防治資源分配的爭議。
要執行一個全面性的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成效評估研究是十分不易的，本研究的目的暫時先聚焦於婚姻暴力加害人處遇的執行現況，在歷經加害人處遇方案之後加害人認知、行為與生活品質改變的情況，以及被害人在加害人處遇前後的生活品質狀態，以期能藉以增進家暴網絡下的實務工作者對執行處遇計畫的科學性的理解，做為未來思考與調整處遇工作方法的依據。
2、 文獻探討
(一)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的發展

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或稱「施暴者處遇方案」（batterer intervention program；BIP）溯其源頭始於北美。在1960年代以後興起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連帶發展出對受暴婦女的重視。從1975年到1995年二十年間，在美國產生的受暴婦女運動，聚焦在三個主要措施（Schechter, 1996），一是建置庇護所及危機支持服務，以因應對婦女及兒童受暴的危機介入；二是在法律上提昇對婦女的保護；三是教育大眾對家庭暴力的識知。在過程中，除了建置對婦女的保護措施並加以強化外，倡議者們也發現，縱使受害者在和相對人終止關係後，有不少的施暴者仍會對受害婦女進行恐嚇，若對受暴婦女的支持與服務缺乏對暴力相對人的介入，那麼對受暴婦女的服務無疑是受質疑的（Rothman, Butchart, & Cerda, 2003），故要停止暴力，必須要對施暴的相對人有所介入，在此氛圍下，家庭暴力的加害人處遇開始萌芽
對人處遇計畫成為保護受暴者及預防暴力再犯的重要司法措施。但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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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末期，在美國開始出現對加害人處遇的方案。第一個對親密伴侶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的相對人服務方案為「EMERGE」，出現在波士頓（1977）；同一時期在丹佛也有「AMEND」方案，以及在聖路易斯「RAVEN」方案，而不久後，著名的「Duluth Model」，以DAIP（Domestic Abuse Intervention Project）為基礎，在1981年於明尼蘇達州被建置起來（Rothman, Butchart, & Cerda, 2003）。值此之後，不同類型的處遇方案被大量建置起來（Wiehe, 1998）。處遇方案被大量建置的主因之一在於對IPV暴力者的「強制逮捕法」(mandatory arrest law )之設立。此法之源始於1984年，此年在康乃迪克的聯邦地區法院（federal district court ）一個裁定案例，認為警察對一位受到先生殘忍暴力的婦女沒有做出適度保護，這促使州立法者思考如何讓地區員警能有更強迫及限制的力量，在發生暴力事件時，來對抗施暴者並進行介入；再者，明尼蘇達州的一個研究顯示，強制逮捕對配偶攻擊的暴力犯可有效遏止其再犯，基層醫警察人員也認為這個策略很好（章光明, 2008），於是有許多州開始立法仿效。雖然強制逮捕法讓警政系統取得法源，能自行判斷受害婦女處於危機時，就能以警力來逮捕暴力加害人，以中斷加害人立即可能的加害行為，但也造成IPV的加害人在法庭上的大量累積，因此形成法院後續處置的壓力（Ford & Regoli, 1993），此一壓力成為對加害人處遇方案急速發展的重要推力（Simons & Lehmann, 2009）。到2003年時，在美國已累積超過1500個加害人處遇方案（Adams, 2003），而2009年為止，約有150-250的加害人處遇方案仍在美國各地執行（Carter, 2009 ）。並且在美國的每一州及加拿大的每一省，都已經建置法院強制下的加害人處遇形式（Austin & Dankwort, 1999）。

在美國，這些眾多加害人處遇方案最普遍的模型，即是Duluth Model，也多為各州發展對親密伴侣暴力加害人處遇標準時，其內在所服膺的模型。Duluth Model 是基於女性主義下的思維而來，認為男性在家長制（父權思想意識型態）之宰制下，試圖去控制女性而產生家庭暴力行為。Duluth Model 有濃厚的心理教育色彩（Jackson et al., 2003），但也有學者認為它混和女性主義及認知行為原則，企圖對加害人產生核心的改變，這些核心包括使加害人負起行為的任務，挑戰及改變內在的信念/態度及教育加害人。因此在Duluth Model 下，暴力被視為學習而來的，而個人的心理性的問題及人格層面的處遇，在進行過程中並不需要去考量（Simons & Lehmann, 2009）。

在這裏產生一個問題，若是Duluth Model 後設的準則為真，即暴力的來源來自於文化上對父權意識的潛在學習，那麼把握其原則，對加害人實施再教育，或是使用認知行為技術揭露加害人其中的內隱信念加以駁斥，或是讓其探索「自動化思考」以明晰自己行為動力下的背後潛藏之認知內容，當可有效改變加害人的態度、價值觀以至於後續行為，不再對受害人施予暴力。事實上，Duluth Model 的成效爭議仍不斷，有的研究指出沒有証據顯示Duluth Model 在加害人的態度改變上有任何的效果，也有研究指出，在加害人行為或態度上沒有任何變化（Jackson et al., 2003）。但也有研究指出這種心理教育性的加害人處遇介入有不錯的效果，比如在羅得島區的研究，其加害人處遇的核心是40小時心理教育性的課程，對2006年到2010年接受加害人處遇者進行分析，認為在監督機構和法院溝通良好及合作的狀況下，加害人處遇成效良好（Houston, 2011）。

對Duluth Model 成效的爭議，讓我們思考親密伴侶暴力的成因是否並非全如Duluth Model 所代表「DAIP」所預設的--暴力的源由在社會及文化層面。是否除此之外，另有成因？在另一方面，對個人行為的產生，往往可在理論角度上，由三個層面的各成因來探討，即為「社會-文化的成因理論」、「家庭為基礎的成因理論」及「個人為基礎的成因理論」（Healey, Smith, & O'Sullivan, 1998）：

1.社會-文化的成因理論：認為暴力來自於文化的層面，如父權意識型態。在此文化價值下的男性，可合法地對女性施予權力控制，而在其中導致使用暴力手段。故對應下的方案處遇核心在於對加害男性施予教育及建立兩性相處技巧，使再社會化，以強調在親密關係中的平等。

2.「家庭為基礎的成因理論」：認為暴力行為來自家庭的結構及家庭互動上，並非在家庭中的單一個人上。家庭系統介入，強調溝通技巧的建立，甚至包含夫妻諮商以保全家庭，都可能是介入的方案。但此一介入型態多不為實務者所運用，因為許多實務工作者反對在處遇中不去歸責加害人並確認受害者。而且不小心使用的話，還會讓受害人陷於險境。故美國有20州的處遇標準中載明，禁止伴侶諮商為主要介入模式。

3. 「個人為基礎的成因理論」：把暴力歸因於心理層面問題，如人格違常、或童年經驗、或生理傾向。心理治療、認知行為治療、依附下受虐之心理介入為其解決之道。

相應於三個層面的暴力成因理論，也發展出三類不同的介入模式及策略（Healey & Smith, 2000）。相應於「社會-文化成因理論」為「女性主義途徑」；相應於「家庭為基礎的成因理論」為「家庭系統模型」；相應於「個人為基礎的成因理論」為「心理治療途徑」。此三類介入模式，各有被批評之處。比如，「女性主義途徑」忽略個人可能在童年的受虐經驗，並視所有男性可能都會施暴，而過度面質易導致自我挫敗感而使加害人減低進入處遇意願等‥；「家庭系統模型」的伴侶諮商型式，如果讓受害人坦白表達抱怨，則可能導致受害人陷於危險。而「心理治療途徑」則被批評，如「難到要等到內在問解決才能終止暴力嗎？!」，無法解釋在不同的關係下就沒有暴力行為，以及忽略文化上偏於男性的父權意識型態之影響。

Boonzaier （2008）把「家庭」此一層面，修改成「關係層面」（Relationship level），並進一步的統合這三個層面而成為生態模式，各層面有階層涵蓋性關係，以解釋相對人對婦女施暴的多因性，如「個人層面」涵蓋最小，個人因素多為個人心理特質，影響未來成為加害人或被害人的可能性，包括酒精藥物使用、個人在原生家庭的暴力經驗以及年紀‥等。而「個人」置身在「關係」中，「關係層面」涵蓋個人與個人間的互動情況，包括家人朋友的影響、伴侶衝突、是否同居、關係權力‥等。而關係的兩（眾）人皆生活在該「社會文化」中，該社會文化是否鼓勵暴力的氛圍，以及諸如社會經濟狀況（失業、貧窮）、教育水平、文化差異、種族、父權思想‥等，故「社會文化層面」是最大的背景。

使用生態學多因解釋的方式，就可以針對其成因，發展出不同介入的重心及方法，如表1。
	表1:家庭暴力的成因觀與與介入方式（摘自 Boonzaier, 2008）

	
	個人層面因素
	關係層面因素
	社會文化層面因素

	原因
	‧內在心理因素

‧酒精/藥物濫用

‧原生家庭中經驗暴力或目睹暴力
	‧婚姻衝突

‧溝通型態

‧關係階段

‧權力差異
	‧社會風險因子（如, 教育水平、年紀）

‧種族

‧在其文化或團體中對女性施暴的可接受性

‧父權思想（家長制）

	介入
	‧認知行為

‧心理動力

‧心理衛教
	‧伴侶治療
	‧女性主義或贊同女性主義之模式

‧協調合併社區介入


這些介入模式所形成的方案數，到底多數的比例是偏向哪一層面？在WHO的2003調查，Rothman et al. (2003)指出，就國際間的比較，在美國及英國之外的國家，其處遇方案，有高達73%採用性別觀點（親女性主義，pro-feminism）做為家庭暴力的成因，27%則是採取心理病理學，即行為、情緒、認知問題或童年經驗做為家庭暴力的成因觀點。在開發中國家的處遇方案，有88%採用女性主義模型；而在已開發國家，則是63%採用女性主義模型。但有趣的是，不管視暴力的成因觀點為何，大部份的處遇方案都涵蓋相似的主題。

我們可以用生態模式當做骨幹，把一些知名及已被認可的處遇方案整理，並填入相對應的位置，如此做可以清楚地呈現暴力的危險因子，如表2。
	表2:家庭暴力加害人介入方案與暴力解釋因素（摘自 Boonzaier, 2008）

	個人層面介入
	決定因子

	認知行為處遇
	認知行為因素

	生理心理介入
	生理、認知行為、社會文化因素

	Plumas 方案
	系統理論（不視家庭暴力的成因為問題，強調藉由設立個人目標達成解決方法）

	Beit Noam
	認知行為因素和童年經驗

	辯証行為治療（DBT）
	生理、認知行為因素

	心理分析介入
	童年經驗

	核心衝突關係主題（CCRT）
	童年經驗

	情感理論
	感情的、生理的、認知和社會文化的因素

	依附型態
	童年經驗

	對施暴男性的存在治療
	男性焦慮經驗、無意義感

	改變階段模型
	改變動機和改變的特定階段

	關係層面介入
	決定因子

	身體攻擊伴侶的處遇方案
	系統理論、認知行為和社會文化因素

	社會文化層面介入
	決定因子

	女性主義介入模型
	社會文化因素

	Emerge
	社會文化因素

	DAIP
	社會文化因素

	CHANGE Men's Programme
	社會文化因素

	LDVPP
	社會文化因素

	家庭暴力相對人方案
	有行為元素的社會文化因素

	贊同女性伴侶和家族治療
	有關係層面因素的社會文化因素

	文化脈絡模型
	社會文化因素


此外，除了暴力行為之外，家庭暴力的其它複雜面向也應一併地被考慮進來，Mills認為「長久以來，女性主義在回應親密虐待時，一直不願恰當地理解家庭暴力的複雜性與親密性。因此，發展恰當的女性主義理論乃是目前最實際的任務。」（2004）。Mills也嘗試把修復式正義的概念融入在對加害人的司法處遇中（Mills & Grauwiler, 2004）。在2012年2月，Mills博士曾率領美國紐約暴力與恢復中心同仁來台，推廣修復式正義觀點下的和平圈加害人處遇方案，主張對關係的療癒為處遇重點，而非傳統的處遇重點-對加害人的處罰、引發羞恥感。

不少學者亦反省標準化的處遇方案（如Duluth Model）是否適合所有親密伴侶暴力加害人，即「one-size-fit-all」的問題，近來的趨勢顯示，親密伴侶暴力的「男性加害人們」其實是具多元異質性，這也間接呼應對加害人進行類型學的分類研究有適當基礎。Stuart（2005）主張不應只用單一介入標準，不應只對加害人進行評估，處遇時應對加害人、受害人兩造及其互動做評估，也對兩造進行處遇。

總之，美國的加人處遇方案基於實證研究的不同發現，顯然仍走在一個轉化與改變的階段。處遇模式的有效性雖被肯定，但在實證與實務的領域仍一直在檢驗與修正的過程中。如何辨別加害人處遇的適合性？實證研究的方法提供我們一個策略，台灣的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推行已有13年之久，透過成效評估研究將有助於我們思考與再出發。
(二)目前台灣執行加害人處遇的現況
在台灣家暴加害人處遇模式上，依據王茲繐（2008）的分期，在1998年家庭暴力防治法通過以前為「醞釀期」，並沒有加害人處遇計畫，此時以婦女保護為主。在1998-2001/02時期，為「家庭暴力法制化」時期，在2001年2月修正公布並建立相對人鑑定機制，此時保護令的核發及保護令中裁定相對人處遇計畫成為保護受暴者及預防暴力再犯的重要司法措施。但因準備尚未完整，1999-2001年所核發的所有保護令中，裁定加害人處遇計畫者，僅占1.8%，而占通常保護令的3.2%。在2001/01到目前，為「處遇方案多元發展」時期，其中一項重要的因素是2001年8月全面實施家庭暴力相對人裁定前鑑定制度，法官在裁定保護令中的相對人處遇令時有了專業意見的參考。

在對加害人實施處遇計畫中，依其形式，可分為個別處遇及團體處遇。在王珮玲與黃志中（2005）的調查中，個別處遇佔6成，團體處處遇佔2成，其餘2成為兩種形式兼具。在處遇內容上，個別處遇的結構性較弱，而團體處遇的結構性較強，往往已規劃既定之主題。團體處遇的實施周數介於8-12周。

目前在台灣主要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團體相當多元，依不同縣市及不同處遇機構及處遇者而發展不同，目前發展較完整與成熟的包含下列幾個（王珮玲與黃志中，2005；王茲繐，2008；陳怡青等，2012）：

1.高雄市認知教育團體

2.台北縣（新北市）家庭安全認知教育團體
3.高雄縣慈惠醫院認知輔導教育團體

4.溝通分析學派取向的團體治療模式

5.國軍北投醫院認知輔導教育團體-整合性別平等與人本主義學派之輔導教育模式

6.嘉南療養院認知教育與情緒支持團體

7.新竹縣市認知教育團體

8.以再犯預防及現實療法為取向的認知行為療法

在這些處遇模式中，其課程內容多元，但核心主題可大致分析如表3所示：

	表3:台灣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之核心主題

	認知行為改變技術


	權力控制議題

	情緒疏導

	暴力責任探討

	家暴法律課程

	溝通技巧

	自我肯定訓練

	親密關係處理

	強調人性正面態度、正向經驗和內在力量

	酒精和藥物濫用議題

	發展對被害人的同理心

	男性自我探索


目前台灣大多數的團體的理論依據大都結合女性主義及認知行為治療模式為主，再視模式之不同，結合現實治療、溝通分析、家庭動力、衝突理論、再犯預防…等模式，我們可稱之為「多元的綜融模式」。

1、 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成效
加害人處遇是否有效？成效如何？一直是個核心主題。在前一節的文獻探討可知，在美國最初的發展，由女性主義思潮下的受虐婦女運動，推動以女性主義為基礎的加害人處遇模式。此一模式先有理論，再往下形成具體的實踐程序及方法，然後運用在親密伴侶暴力的男性加害人身上。此時，雖有為數不少的成效評估的研究，但其結論一直有所爭議，多因方法學上的問題而爭議，諸如對成功的實際行為為何、成效是否隨時間變化、是否使用控制組或對照組、所控制變項是否影響介入成功率等（Eisikovits & Edleson, 1989 ,引自 Wiehe, 1998）。

Lehmann & Simons（2009）統合Labriola, Rempel, and Davis（2005, 引自 Simons & Lehmann, 2009）提出有效性研究的四代區分，把對加害人處遇方案的有效性研究區分成四代：

1.第一代研究多基於對有效性的探索，而沒有使用對照組。故其結論無法確實地回答行為改變和處遇的關係。

2.第二代研究使用準實驗設計（quasi-experimental），比較接受處遇方案的加害人與沒有接受處遇方案的加害人，但因在兩群加害人先前條件因素不相同，故其結論也無法有效確認。

3.第三代研究使用隨機分配的過程設計，這個被視為黃金定律的評估方法，在實務執行上有困難並有所爭議。其結果顯示，不論在對婦女的再犯及態度上、對暴力的信念、在組間比較上接受處遇後的暴力程度和認知改變，在上述變項上，兩組的差異很少。

4.第四代的研究使用後設分析（mata-analysis），三個後設分析的結果顯示，處遇方案成效不大。僅比單純比法院逮捕的效果好一點；不論在Duluth/女性主義及認知行為方式，其成效都不大。 
Babcock, Canady, Graham, and Schart (2007, 引自 Simons & Lehmann, 2009)認為成效研究的意涵告訴我們哪些方案效用有限，而非處遇方案不必要或無效。並進一步表示，比起只有被法院逮捕認罪而沒有進入處遇方案的加害人，那些有多進入處遇方案的加害人，其相對的婦女，多5%免於再受到攻擊。

但總體來說，對肢體暴力的攻擊，在經過加害人處遇方案後，多可能降低攻擊的機率。在接受加害人處遇方案後，有60%-80%的加害人不再對其伴侶出現肢體暴力，但非肢體的施虐仍然處在較高的比率。（Buttell and Carney, 2004, 引自Boonzaier, 2008）。

在WHO於2003的研究報告中（Rothman et al.,2003），則是肯定加害人處遇計畫在阻止加害人進一步施虐有適度的效果。而在美國及英國，在完成處遇方案的加害人比起沒能完成處遇方案的加害人，有50%-90%的比例在六個月到三年的追蹤上，依然維持在沒有暴力的行為上。比起中斷處遇的加害人，能完成處遇的加害人，約有三分之二的比例不太可能再對伴侶施以肢體暴力。

在台灣，行政單位認為現階段處遇量太低，尚無法看出成效，且不應放大處遇成效（王茲繐，2008）。因處遇方案隨各地各機構及各處遇人員產生不同形式及樣貌的處遇方案，其間沒有一定標準化的方案，反而避開在美國所謂「one-size-fit-all」的狀況。也因此處遇成效，不能以通稱來稱呼「加害人處遇成效」，而應以「加害人的…的方案處遇成效」，較為適切。茲以各地區方案的處遇成效，略說如下：（摘自王茲繐，2008）

1.以再犯預防以及現實療法為取向的認知行為療法：完成處遇與未參加者兩組前後的肢體暴力皆顯著減少。同居者的危險程度比分居者與失聯者低，而同居者所遭受的精神或身體暴力皆比失聯者低。

2.台北縣（新北市）家庭安全認知教育：在態度、認知、語言方面有顯著進步，而且加害人與配偶的相處也不再有肢體暴力行為。

3.高雄縣慈惠醫院的認知輔導教育團體：有近六成（58%）完成處遇計畫，一成中斷（11%），一成拒絕接受（11%），二成是逾期無法完成。由其經驗發現該縣中斷處遇者僅約一成。

4.溝通分析學派取向的團體治療模式（台中、屏東）：在參與度、個人功能、暴力控制、問題解決與兩性平權五個向度，在前後測上均有顯著差異，確實有助於改善加害人暴力認知與行為。

5.國軍北投醫院-整合性別平等與人本學派之輔導教育模式：在非暴力認知行為與處理策略均有效改善。

6.嘉南療養院-認知教育暨情緒支持團體：實驗組加害人的認罪傾向增加，對照組認罪傾向無改變。情緒方面，兩組更為負向。團體的過程確實可以使加害人獲得支持，在團體中也有學習模仿的對象，可達到團體欲提供教育與支持的目標。

除上述的處遇成效依不同方案而有不同討論方向之外，還有另一種以施暴者樣態來進行分析的方式：Kelly and Johnson （2008）則是針對親密伴侶暴力進行暴力行為上的分類，此分類考慮伴侶間的動力、脈絡和結果，把親密伴侶暴力行為分成四類：「強迫控制型暴力」（Coercive Controlling Violence），此型即為眾所周知的權控型暴力；二是「暴力反抗型」（Violent Resistance），暴力的目的在於反制對方的暴力，常是針對第一型的暴力反應，許多女性對男性的暴力行為多屬此類；三是「情境型的伴侶暴力」（ Situational Couple Violence），此類的暴力沒有長期權控的動力基礎，多因情境性的衝突而引發暴力的動機；第四個是「分離-促發性的暴力」（Separation-Instigated Violence），此暴力多在分手的脈絡下，不斷發生的暴力行為。它時常是在分手過中所產生的「情境型的伴侶暴力」之進階版，也可能後續形成「強迫控制型暴力」，甚至在相對人感覺到分手危及其控制感時，有可能發展成凶殺的風險。Kelly and Johnson （2008）亦提出處遇有效性爭議的問題，認為有效性的爭議，可能是因為對不同類型的暴力加害人效益不同所致，指出最近一個約200位男性加害人的處遇研究，有高達77%的情境型的伴侶暴力加害人可以完成處遇方案，而屬於強迫控制型暴力的另兩組加害人，完成處遇方案的比率分別是38%和9%。再者，在15個月的後續追蹤上，在情境型的伴侶暴力加害人中，只有21%的配偶報告有再犯。而屬於強迫控制型暴力的另兩組加害人再犯比率則是42%及44%。

由處遇成效的討論上，可知其蘊含的問題相當複雜，我們大致可從結構上區分下列幾個涉及面向：

1.加害人面向：加害人異質性的問題，類型學的努力想區分出不同的類型。再者，加害人的社經地位、教育程度、童年經驗、酒精藥物使用、對婚姻的想像與信念、暴力事件型態及嚴重度、對暴力事件的解釋、改變的動機‥等。均可能影響成效。

2.處遇人員面向：處遇人員特質、處遇人員性別、處遇人員經驗、熟悉方案的程度、對暴力事件的立場、自身家庭經驗的影響、對待加害人的態度…
等，也須考慮進去。

3.處遇方案的形式與內容：不同方案的著力點、時間及頻率的變項、後設哲學基礎與實踐應用的方法、與司法人員的權責分工、和其他措施的網絡關聯…等。此為最常被討論及研究的面向。

4.受害者面向：受害者對加害人的態度、受害者對加害人的關係的評斷、期待與展望、受害者個人對暴力的感知判準、受害者的特質、受害者對此一暴力案件的看法與後續期待…等。此面向，亦可能影響對成效的評估，畢竟加害人處遇方案的重要目標在於停止及預防對受害者的暴力。

在這四個面向交織組合下的所產生的處遇路徑，有可能有的極有效果，有的則無。在此我們可用共同因素觀點（common factors perspective）的pantheoretical model來看在處遇下的「改變」之變異分析（摘自 Lehmann & Simons, 2009），案主之所以改變：

1.有40%來自案主自身的療效因子，比如性格優點、資源、因應技巧、動機、生活區域、社會支持…等。

2.有30%來自「案主/治療人員」的關係，包括治療關係品質。

3.有15%來自治療者是否帶給案主希望感的態度。

4.只有15%是技巧及模式的因素。

由此觀之，致力於處遇關係品質及帶給加害人未來的希望感，比起模式的運用，更能促使加害人改變。
美國司法部下的國家司法研究院及家庭暴力預防基金會及某私人基金會，在2009年12月時邀請美國境內家庭暴力及加害人處遇專家齊聚華盛頓舉行圓桌會議（Carter, 2009），與會的專家學者均同意加害人處遇方案對一些男性是成功的，但對多少比例的男性因參與方案而停止暴力則沒有共識，也沒有討論出在實務上最好的機制是什麼。不過對形成加害人處遇方案，則確認七個重要元素（摘自 Carter, 2009）：

1.和其他人及組織形成夥伴關係以強化各權責性並提供一定範圍的服務

2.和法院密切合作並善用緩刑期以監控法庭強制轉介到加害人處遇方案之加害人

3.處遇方案要有紮實基礎，包括對處遇人員持續的訓練和督導、政策的執行須和實務一致

4.不只限於法律視野下轉介的處遇方案，可進一步整體考量，發展能和社區接合並運作方案

5.從成人倖存者及兒童的觀點及需求來對介入及方案進行修整

6.使用危險評估及危機管理的方法，對個別男性施暴者提供更有效的介入

7.儘速讓男性能投入承擔「父母」及「丈夫/伴侶」的角色

由上述整理可見，有關加害人處遇成效的面向是十分複雜的，很難從單一一個角度來總括所有的結果。因此，從不同的軸向出發，一一討論與檢視加害人處遇成效是效是有必要的，本研究將從處遇方案、處遇人員評估、加害人暴力行為與被害人生活品質等方向來進行資料搜集，以期能對台灣的婚暴力加害人處遇有更深入的了解。
3、 研究方法

（1） 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究婚暴加害人處遇成效，為一調查法的研究，唯因樣本取得不易，故採立意取樣，期能初步達成以下目的：

1. 了解目前方案的執行概況與執行內容

2. 了解處遇之加害人與保護令裁定前的加害人之暴力行為的差異

3. 了解處遇工作者在處遇後的評估對加害人再犯行為的預測力

4. 探討加害人被害人在控制及暴力陳述的一致性為何

5. 了解被害人生活狀況與生活品質改善程度

要從加害人自陳報告中去測量加害人的暴力行為，實際上有其困難度，原因是因為加害人對其施暴行為多有否認或淡化情形，因此，本研究欲探究加害人的施暴行為，除了加害人的自陳資料之外，被害者的資料亦為非常重要的參考。因此，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可以設計如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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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架構
本研究為一橫斷面的研究，針對婚暴加害人處遇之前與處遇之後，暴力行為相關性進行分析。

研究資料蒐集方式是針對兩組不同的加害人進行問卷調查，再輔以處遇工作者與婚暴被害人資料做為參考。整體而言，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可以圖2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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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探究婚暴加害人的施暴行為，透過加害人的自陳量表來呈現，會有否認與淡化暴力表現的情形，其原因可能包括二者：加害人對暴力定義了解有限，故難以界定某些特定行為為婚姻暴力行為。再者，在保護令核發之後，加害人常處於情緒上的憤怒與震驚階段，因此不願意面對其施暴行為。故此，本研究的資料蒐集是在二種不同的時機下進行，以進一步做比對與分析：
1. 歷經加害人處遇，對認知與情緒層面有一段的處理經驗之後，對保護令執行前之暴力行為進行回溯。

2. 完成處遇計畫一年以上，對目前的暴力行進行調查。

透過此二種情形下的調查，期能降低樣本否認與淡化暴力的影響。

（3） 抽樣方式、研究工具與研究倫理
本研究針對處工作者、法院所裁定的婚暴加害人、婚暴受害人進行資料蒐集，抽樣方式與研究工具的使用如表4所示。
	表4 :研究抽樣方式與研究工具

	資料蒐集對象
	抽樣方式與樣本數
	研究工具
	統計分析方法

	處遇工作者
	立意取樣

7
	處遇工作者調查表
	百分比統計

次數統計

	婚暴加害人
	立意取樣

處遇前樣本資料：16

處遇後樣本資料：30
	處遇工作者評估資料

WHO生活品質調查問卷

衝突經驗調查問卷（含生活品質、行為控制、暴力評估）
	百分比統計

t檢定

F檢定

	婚暴被害人
	立意取樣

8
	WHO生活品質調查

目前安全狀況調查（含生活品質、行為控制、暴力評估）
	次數統計


在抽樣方式上，本研究採立意取樣。在針對處遇工作者的調查上，研究者考量城鄉差距的平均性、方案發展的成熟度、處遇工作者的工作年資三個指標。資料蒐集時間自2010年至2011年。
針對婚暴加害人方面，處遇工作者需基於其既有的工作性的關係，對其處遇個案提出邀請，一方面透過問卷調查，了解其保護令核發前的暴力經驗，另一方面對則對過去完成加害人處遇之個案進行追蹤，因為個案取得實屬不易，因此成功完成訪談的樣本數有限。

針對婚暴被害人的部份，在安全無虞的考量下，透過受訪的加害人，與被害人取得接觸，並進一步邀請進行問卷調查。同時訪談者在完成訪談後立即進行問卷彌封，確實做到保密原則，避免加害人讀取問卷內容，以維護被害人的安全與權益。

所有調查問卷蒐集完成之後，研究者先進行編號，進而對問卷資料進行整理，將訪談同意書及含有個案基本資料的部份分開處理。以確保問卷內容的匿名性。並在編碼後將問卷資料妥善保存。

4、 研究結果

社區追蹤共進行46組案例的調查與分析，透過電話、實地訪談、及當時處遇工作者的資料搜集，了解個案的處遇時期的表現、處遇後的暴力再犯情形。資料搜集對象包括加害人、被害人及處遇工作者。其中加害人部份，透過多次聯繫，最後能順利取得聯繫並進行追蹤訪談者約佔30.61％，無法進行訪談的原因包括：聯絡方式變更而無法聯絡上、死亡、對保護令之申請仍感憤怒而拒訪、對關係感到失望而拒訪、安排好訪談時間但卻突然中斷聯繫（爽約）等等。而被害人的資料搜集最為困難，因為雙方分居、離婚、被害人資料搜集的安全考慮、缺乏被害人追蹤管道而使得被害人追蹤僅佔46例中的8例，佔全部的17.39％。在處遇工作者方面，本方案曾邀請10位處遇工作者參與，同意加入者為7位，佔70％，不同意者佔30％。

（1） 工作者分析

參與此次方案者原則上為家暴加害人處遇方案的處遇人員，是指個案在接受處遇期間的處遇工作者，全部工作者共七人，以下就此七名處遇工作者的基本背景進行分析。工作者取樣過程主要是考量全國加害人處遇方案發展的成熟度、城鄉的平衡性、與對工作的熟悉性。選取新北市、嘉義縣、屏東縣三個地區方案，以及工作2年的以上的工作者，做為分析的標的。
1. 工作者基本資料分析

處遇工作者中有三名男性、四名女性；而有協同工作的處遇者有6位，可見大部份的家庭暴力處遇工作都有協同工作者一同工作，而這6位中，有2位是異性間共同工作，有4位是同性間一同工作。而有一位是獨立運作無協同工作者，學歷方面則大學佔三名，碩士班以上為四名；其工作背景分別為社會工作、臨床心理與諮商心理三類。

處遇年資上，處遇人員中均相當有經驗，六年以上處遇經驗者有四位，佔57.1％，四年至五年者有二位（28.6％），二年至三年者有一位（14.3％）。

2. 處遇計畫的理論模式

在處遇模式中，多數的處遇工作者均是使用綜融的模式，其中最多的是社會情境與學習模式，佔85.7％，其次為生態模式與父權制模式，佔71。4％，再者為女性主義模式，佔57.1％。資源模式、形象互動論與精神分析模式則較無被使用（表5）。其中表5所列的其他理論是指現實療法的理論。

	表5：從事家暴加處計畫的理論模式

	處遇計畫模式
	次數
	百分比

	精神分析模式
	0
	0

	生態模式
	5
	71.4

	父權制模式
	5
	71.4

	社會情境與學習模式
	6
	85.7

	資源模式
	0
	0

	社會交換模式
	1
	14.3

	衝突理論
	2
	28.6

	女性主義觀點
	4
	57.1

	形象互動論
	0
	0

	其他理論
	1
	14.3


3. 處遇計畫的核心主題

在處遇計畫的內容上，則多使用到認知行為改變的技術，而其中家暴法律課程則是每個團體必然傳達的內容，其它則多會重視加害人情緒疏導、溝通技巧、暴力責任探討，有四位處遇工作者會談及權力控制議題、親密關係處理、酒精和藥物濫用議題、發展對被害人的同理心、強調人性的正面態度和正向經驗，有3名處遇工作者會談及自我肯定與親子關係的問題，男性自我探討則有2名處遇工作者會談及（表6）。

	表6：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的核心主題

	核心主題
	次數
	百分比

	認知行為改變技術
	7
	100.0

	權力控制議題
	4
	57.1

	情緒疏導
	6
	85.7

	暴力責任探討
	5
	71.4

	家暴法律課程
	7
	100.0

	溝通技巧
	6
	85.7

	自我肯定訓練
	3
	42.9

	親密關係處理
	4
	57.1

	酒精和藥物濫用議題
	4
	57.1

	發展對被害人的同理心
	4
	57.1

	男性自我探討
	2
	28.6

	子女關係處理
	3
	42.9

	強調人性正面態度、正向經驗和內在力量
	4
	57.1

	其他
	1
	14.3


由上述分析可得知受訪的加害人處遇工作者性別比例平均，專業背景亦多以心理、社工背景為主，而加害人所面臨法律與情緒議題及社會所關切的暴力行為改變及權控議題均在處遇工作的實際歷程中呈現。

（2） 加害人資料分析

本研究的加害人樣本共計46位，處遇類型多為認知教育輔導(36人)，其次為戒酒教育輔導(11人)。處遇時數在10-48小時之間，41.3%(19人)參與24小時處遇；其次為36小時(17.4%，8人)。

1. 加害人基本資料

本研究共調查加害人樣本共計46個個案，其中年齡分佈在29至73歲之間，平均年齡46.93歲，標準差為9.34。
加害人職業最多為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佔26.1％(12人)，其次是服務業與農林漁牧工作者(各佔13%，6人)，無工作者則佔13。0％(6人)。

	表7：加害人職業

	職業
	次數
	百分比

	專業人員
	2
	4.3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3
	6.5

	事務工作人員
	1
	2.2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6
	13.0

	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6
	13.0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12
	26.1

	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3
	6.5

	無工作
	6
	13.0

	其他
	7
	15.2

	總和
	46
	100.0


在收入與經濟狀況方面，受追蹤樣本中，加害人個人月收入多在三萬到五萬之間佔32.6％，有6.5％的人無收入，而1-2萬的月收入者亦佔15.2％。

另一方面，就全家收入情形而言，有52.2％的家庭全家月收入低於4萬元，可見收入有偏低的情形。而對家庭經濟感受壓力的情形來說，有52.2％的個案感受到家庭有經濟壓力。
2. 加害人物質使用情形

在追蹤個案之中，有15.2％的個案有每日飲酒的習慣，而將近1/3（28.3％）的樣本，每週飲酒三次以上。然而另一方面，很少飲酒（每年2-3次）與不飲酒者則佔32.6％（表8）。一般而言，飲酒者的自陳量表中常有低估飲酒頻率之情形，由此來看，將近有1/3的樣本每週飲酒3次以上。
	表8：每週飲酒次數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天天喝
	7
	15.2
	15.2

	每週5-6次
	3
	6.5
	21.7

	每週3-4次
	3
	6.5
	28.3

	每週1-2次
	6
	13.0
	41.3

	每週一次以下
	2
	4.3
	45.7

	每月1-2次
	10
	21.7
	67.4

	一年2-3次
	3
	6.5
	73.9

	不喝
	12
	26.1
	100.0

	總和
	46
	100.0
	


在飲酒種類上，飲用40％以上酒精濃度的酒精者佔34.8％為最多，就實務經驗來看，飲用濃度40％以上酒精之飲酒者與經常性的習慣性飲酒者有相關性。
	表9：飲酒種類

	
	次數
	百分比

	啤酒（4.5％）
	15
	32.6

	葡萄酒、玫瑰紅（10.5％）
	2
	4.3

	紹興、花雕、紅露、烏梅、清酒(13-15%)
	0
	0.0

	米酒(19.5%)
	5
	10.9

	參茸(28.5%)、鹿茸(28.5%)、五加皮(34%)
	3
	6.5

	白蘭地(40%)、威士忌(40%)、藍姆(40%)、竹葉青(43.5%)
	4
	8.7

	高粱(54%)、茅台(54%)
	11
	23.9

	大麴(65%)
	1
	2.2

	其他
	4
	8.7

	總和
	45
	97.8


此外，95.7%(44人)的施暴者否認有藥物濫用的經驗，93.5%(43人)的施暴者否認有賭博習慣。
3. 加害人家庭生活狀況

到受訪期間為止，加、被害人共同生活的時間多在16-25年之間，佔全部的39.2％，過去過同生活經驗低於5年者，僅有4位，佔8.7％，可見雙方共同生活的時間很長。婚姻狀況方面，目前有50.0％為已婚或同居者，其它的均為離婚、分居或喪偶等。

受訪個案中，有39.1％表示童年時期有受暴經驗，另外，60.9％表示沒有受暴經驗，此一數值和國外對加害人的調查數據相近（彭淑華等譯，1999）。

（3） 加害人施暴行為分析

此大項分為三個部份來討論，首先，先討論加害人處遇是否有成效；其次，探討處遇工作者在團體過程和團體結果評估上，對加害人的再犯行為是否有預測力；第三，討論加害人與被害人在控制及暴力陳述的一致性為何。

1. 加害人處遇的成效

若要談及加害人處遇的成效，在本計畫中，嘗試將個案的控制與暴力行為自陳資料進行分析，探討處遇前後的暴力行為表現。
	表10：處遇前後的控制與暴力次數資料（回溯一年內）

	
	團體結束幾年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標準誤

	加害人行為控制
	處遇結束後的控制表現
	30
	6.0667
	8.59805
	1.56978

	
	處遇前的控制表現
	16
	16.8750
	16.76455
	4.19114

	加害人暴力評估
	處遇結束後的暴力表現
	30
	1.3333
	2.86878
	.52376

	
	處遇前的暴力表現
	16
	11.5000
	15.33623
	3.83406


個案在處遇之前，對配偶的行為控制次數平均為一年16.86次，處遇後一年內對配偶的行為控制次數為6.07次，二者在處遇前後對對配偶的控制次數降低情形已達顯著差異（p=0.026）。在另一方面，加害人在處遇前對配偶的暴力次數一年平均為11.50次，處遇後平均為1.33次，暴力次數降低情形亦達顯著差異(p=0.19) （表10，表11）。
	表11：處遇前後的控制與暴力次數差異分析

	
	 t 檢定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平均差異
	標準誤差異

	加害人行為控制
	-2.415
	19.307
	.026＊
	-10.80833
	4.47547

	加害人暴力評估
	-2.627
	15.562
	.019＊
	-10.16667
	3.86967

	＊ p<.05


2. 處遇工作者評估對暴力再犯的預測

在處遇結束後，工作者基於處遇過程的觀察，會提供一份評估報告，此報告對往後個案的再度施暴的情形是否有預測效果？以下首先簡述評估的內容架構，再說明處遇工作者評估的預測效果。

處遇工作者的個案處遇結果評估項目包括：

學習表現、成就：認識暴力程度

承認暴力行為

同理被害人感受

願意改變暴力行為

學習態度：參與討論程度

配合度
	表12：個案處遇結果評估與加害人暴力行為的相關性(詳見附錄12)

	個案處遇結果評估選項

（N＝29）
	加害人行為控制
	加害人暴力評估

	
	F檢定分數
	p值
	F檢定分數
	p值

	學習表現、成就
	認識暴力程度
	0.236
	0.792
	0.709
	0.501

	
	承認暴力行為
	0.179
	0.837
	0.131
	0.878

	
	同理被害人感受
	0.870
	0.431
	1.706
	0.201

	
	願意改變暴力行為
	0.311
	0.817
	0.090
	0.965

	學習態度
	參與討論程度
	0.836
	0.598
	0.148
	0.930

	
	配合度
	0.085
	0.773
	0.705
	0.409


由表8可知，加害人處遇工作者個案處遇過程評估的分數與加害人再施暴的可能性並無顯著相關（p值均＞.05），就加害人處遇成效而言，加害人在處遇過後，暴力行為的次數有明顯的下降，而處遇工作者的過程評估狀況，在統計上，在此評估工具與評估方式下，並不具有預測其施暴的可能性之意義。

3. 加害人與被害人在暴力陳述的一致性

在本方案的追蹤資料中，加害人及被害人同時的可得的資料僅有8份，佔全部的17.39％，與這與Feder 和Forde（2000）的研究中，在一年的追蹤期間，只能得到21％的樣本的情形相去不遠（摘自Vincent，2000與Gondolf，2001）。這樣的追蹤率，若冒然進行統計分析，便有可能造成結論的偏誤。然而，從這有限的資料中，我們亦值得逐筆來看看加害人與被害人對施暴次數觀點上的差異（表13）。至於加害人與被害人自陳量表中控制與暴力的次數差異代表何種意義?是加害人淡化次數或被害人誇大化被害次數?可能各有不同見解。然而，基於安全與保護被害者的立場，我們暫且用被害人的自陳資料為標準，弱化次數即為加害人描述與被害人描述的差異。此外，樣本資料有8個，因此加害人弱化次數除以樣本數即為每人平均弱化次數。意即:
加害人弱化次數＝加害人描述次數－被害人描述次數
每人平均弱化次數＝加害人弱化次數÷樣本數
	表13：加害人與被害人描述控制次數差異表

	項目
	加害人描述次數
	被害人描述次數
	加害人弱化次數
	每人平均弱化次數

	威脅我
	4
	11
	-7
	-0.875

	對我大吼大叫
	8
	18
	-10
	-1.25

	詛咒我
	5
	10
	-5
	-0.625

	對孩子大叫
	1
	13
	-12
	-1.5

	威脅要傷害小孩
	0
	5
	-5
	-0.625

	懷疑我的行蹤
	2
	10
	-8
	-1

	查探我的活動
	0
	9
	-9
	-1.125

	故意給我壞臉色看
	4
	18
	-14
	-1.75

	沒事找我的碴
	0
	15
	-15
	-1.875

	批評我
	7
	21
	-14
	-1.75

	批評我的家人或朋友
	5
	15
	-10
	-1.25

	故意讓我沒面子
	2
	11
	-9
	-1.125

	控制我的經濟
	0
	5
	-5
	-0.625

	在性生活方面故意冷落我
	0
	4
	-4
	-0.5

	威脅性地用手指著我
	2
	12
	-10
	-1.25

	假裝要打我
	5
	13
	-8
	-1

	限制我的社交活動
	0
	8
	-8
	-1

	在爭執中利用孩子來對抗我
	0
	10
	-10
	-1.25

	威脅要傷害寵物                       
	0
	0
	0
	0

	對我嘮叨不休
	3
	18
	-15
	-1.875

	總計
	48
	226
	-178
	-22.25

	平均
	6
	28.25
	-22.25
	


從表13來看，一年當中加害人對被害人施行控制每項的平均弱化次數至少在0至1.875次以上，一年中總控制次數加害人自陳每人為6次，被害人自陳為每人28.25次，每人約弱化22.25次。若以比率來看，被害人的報告次數，為加害人4.71倍。而加害人對控制行為的描述，平均弱化次數至少在1次以上者，在20項控制行為中至少有14項，其中包括對我大吼大叫、對孩子大叫、懷疑我的行蹤、查探我的活動、故意給我壞臉色看、沒事找我的碴、批評我、批評我的家人或朋友、故意讓我沒面子、威脅性地用手指著我、假裝要打我、限制我的社交活動、在爭執中利用孩子來對抗我、對我嘮叨不休；而在最易弱化的前5項為，「對我嘮叨不休」、「沒事找我碴」、「故意給我壞臉色看」、「批評我」以及「對孩子大叫」。在上述資料中，雖無法讀取加害人弱化控制次數的原因，但對加害人而言，若對被害人處境的同理能力受限的情形下，顯然無法理解自己的言行對被害人帶來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可解釋為被害人「強化」控制次數，推測被害人已對加害人形成既定的知覺脈絡，進而形成刻版印象，而把知覺到的刺激歸在既定的脈絡中。
另外，在暴力次數的描述情形如下表14所示：

	表14：加害人與被害人描述暴力次數差異表

	項目
	加害人描述次數
	被害人描述次數
	加害人弱化次數
	每人平均弱化次數

	用他的拳頭、手或腳來威脅我
	2
	13
	-11
	-1.375

	掌摑我的臉部、身體、手臂或腿部
	0
	4
	-4
	-0.5

	毆打我的身體、手臂或腿部
	0
	3
	-3
	-0.375

	用腳踢我的身體、手臂或腿部
	0
	2
	-2
	-0.25

	強迫我做不想做的事
	0
	7
	-7
	-0.875

	用拳頭打我的臉
	0
	1
	-1
	-0.125

	用腳踢我的臉
	0
	0
	0
	0

	威脅要打小孩
	0
	3
	-3
	-0.375

	大罵或威脅小孩
	0
	16
	-16
	-2

	拿東西丟我或在我面前亂摔東西
	1
	6
	-5
	-0.625

	使用器具或武器威脅我
	0
	3
	-3
	-0.375

	使用器具或武器傷害我
	0
	0
	0
	0

	用力踢傢俱或牆壁
	0
	6
	-6
	-0.75

	掐住我或將我嘴巴摀住
	0
	1
	-1
	-0.125

	企圖要掐我脖子、悶臉部、按頭入水
	0
	0
	0
	0

	對我大罵或大叫
	5
	18
	-13
	-1.625

	詛咒我
	1
	10
	-9
	-1.125

	用力推我或抓我
	3
	6
	-3
	-0.375

	扭彎我的手臂
	0
	0
	0
	0

	拖拉或拉扯我的頭髮
	0
	1
	-1
	-0.125

	他用自殺威脅我
	0
	9
	-9
	-1.125

	威脅要殺我
	0
	9
	-9
	-1.125

	開瓦斯威脅我要同歸於盡
	0
	3
	-3
	-0.375

	用煙頭燙我
	0
	0
	0
	0

	限制我的行動或限制我離開房子
	1
	5
	-4
	-0.5

	當我懷孕時用腳踹或毆打我的肚子
	0
	0
	0
	0

	強迫我與他發生性行為
	0
	3
	-3
	-0.375

	脫光我的衣服
	0
	0
	0
	0

	總計
	13
	129
	-116
	-14.5

	平均
	1.625
	16.125
	-14.5
	


從表14來看，一年當中加害人對被害人施行暴力每項的平均弱化次數至少在0至2次以上，一年中總暴力次數加害人自陳每人為1.625次，被害人自陳為每人16.125次，每人約弱化14.5次。若以比率來看，被害人報告的次數，為加害人所報告的9.92倍，相對於「控制」層面的4.71倍，加害人與被害人的暴力行為的界定與認知差距更大。而加害人對控制行為的描述，平均弱化次數至少在1次以上者，在28項控制行為中至少有6項，其中包括用他的拳頭或手或腳來威脅我、大罵或威脅小孩、對我大罵大叫、詛咒我、他用自殺威脅我、威脅要殺我；而最易弱化的前5項為大罵或「威脅小孩」、「對我大罵大叫」、「用他的拳頭、手或腳來威脅我」、而「詛咒我」、「他用自殺威脅我」、「威脅要殺我」同居第五高。加害人一年內平均暴力次數（至少16.125次）雖然較平均控制總次數（至少28.25次）少，平均暴力弱化次數（14.5次）也比平均控制弱化次數（22.25次）少，但其中弱化項目中，「他用自殺威脅我」、「威脅要殺我」均有危及生命的可能性，實需進一步注意。
明顯可見的暴力，大部分也容易被定義成傳統認知上的暴力，幾乎都屬於肢體暴力的範疇。在此範疇的暴力，弱化程度都在0.5次以上，可看出在受害者和加害者的間的認知差距上，其肢體面向上的暴力的區認明顯小於精神或語言上的暴力區認。換言之，加害人和受害人對肢體暴力的定義共識程度要高於精神及語言上的暴力程度。亦可解釋實務上，許多加害人會覺得他並沒有使用語言或精神上的暴力，諸如「罵三字經是我的習慣」、「我只是在講道理給孩子聽」、「我要她聽進我的話，但沒有傷害她」。
以上，加害人及被害人對控制及暴力的知覺呈現的差異，與實務工作者的實務經驗大致印象相符，加害人多數對在保護令上所描述的暴力行為，會覺得過於誇張，認為被害人過度渲染。
4. 被害人生活品質變化：

被害人的生活品質方面，在處遇前後，被害人健康方面的生活品質分數有所改變，平均自54.38分提昇至68.75分，整體而言，平均提昇了14.37分（表15）。

	表15：被害人生活品質變化（N=8）

	
	目前健康相關生活品質的滿意分數
	聲請保護令之前，我對自己健康相關生活品質的滿意分數

	平均數
	68.75
	54.38

	中位數
	67.50
	60.00

	標準差
	15.755
	25.556


另一方面，處遇後，被害人在生活品質評價和享受程度方面，僅有1人表示「不好」或「完全沒有享受」，其它7人均感受到中等程度的好以上或有一點享受以上，這樣的呈現亦可從下表16與表17中得知。整體而言，在此次追蹤雖礙於樣本數所限，無法得知被害人生活品質和享受程度改變的因素，但仍值得吾人參考及持續關注。

	表16：處遇後被害人生活品質評價

	
	次數
	百分比

	不好
	1
	12.5

	中等程度好
	4
	50.0

	好
	3
	37.5

	總和
	8
	100.0


	表17：處遇後被害人生活享受評價

	
	次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享受
	1
	12.5

	有一點享受
	2
	25.0

	中等程度享受
	5
	62.5

	總和
	8
	100.0


如上所述，處遇前後，就加害人施暴資料顯示，加害人施暴情形有顯著的降低，唯其與被害人自陳情形來看，每人每年施暴及控制次數至少淡化14.5至22.25次以上，就本追蹤資料分析，淡化次數限於樣本數量不足，雖不具推論的意義，唯是否有後續追蹤之必要，值得吾人進一步深思。

5、 研究討論
(一)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方案的執行性評估

本研究的資料蒐集來源，在考慮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方案的城鄉分配、成熟度等因素下，對當前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方案執行方式的分析發現處遇模式理論模式都集中在社會情境與學習模式、生態模式、父權制模式三種。由此可見，家庭暴力成因理論中，社會－文化及家庭為基礎的成因理論是很被重視的。就另一方面而言，個人為基礎的成因理論就比較有限。而參與方案的加害人處遇參與時數以24小時為主(佔41.3%)，其次為36小時，佔17.4%，就此而論，美國最被廣泛使用的Duluth Model的加害人處遇，雖是以「教育為主」的方案，但至少也有40小時。台灣實務上的處遇時數與之略有一些差距。而國外其他以個人為基礎的成因理論的方案中，處遇時數則可能需持續1-2年以上( Vincent，2000)，因此，在現行裁定次數的限制下，若要探討暴力的個人成因面向，恐有實務上的困難度。
然就台灣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發展的歷史而言，在家暴法開始之前，台灣多著力於婦女的保護性工作為主。此時，以發展婦幼的緊急庇護或經濟補助(內政部，2008)。直至82年10月份的鄧如雯殺夫案，激起社會對婚暴議題的強烈關注，在許多婦女團體的關切之下，性別權力不平等的議題遂被重視。家庭暴力防治法亦在婦女團體的倡議之下通過。因此，家庭暴力防治法可謂是以防治家庭暴力行為及保護被害人權益為核心的法律，由此觀之，此階段中，性別與權力議題的受到重視，是有其發展上的歷史意義。
在歷史的成因之下，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台灣的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在「防治家庭暴力行為，保護被害人權益」的立法架構下，如何界定處遇的目標?就家庭暴力成因理論而言，我們可以將家庭暴力的理論、處遇工作的目標、及方案發展缺點如表18。
	表18:家庭暴力成因理論、處遇目標及其限制一覽表

	理論
	目標
	限制及缺點

	社會－文化的成因理論
	對加害人施以教育輔導，使其覺察性別與權力落差的議題，進而改變其暴力行為，以達暴力防治的目標。
	忽略個人可能在童年的受虐經驗，並視所有男性可能都會施暴，過度面質易導致自我挫敗感而使加害人減低進入處遇意願。

	家庭為基礎的成因理論
	改變家庭互動方式，透過溝通技巧的訓練，停止家庭暴力。
	可能將暴力歸責被害人，若使用伴侶諮商型式，可能使被害人在處遇過程中陷於險境。

	個人為基礎的成因理論
	改變加害人的心理問題，透過過去經驗的處理，使加害人內在得到統整，進而停止暴力行為。
	1.提供加害人暴力行為的藉口

2.無法解釋在不同關係下就沒有暴力行為的現象
3.忽略文化上偏於男性的父權意識型態之影響


在實務經驗上，很少以單一的一種理論模式來執行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工作。在本研究中，家庭暴力處遇方案最被使用的理論為社會情境與學習模式、其次是生態模式與父權制模式，再者是女性主義的觀點，這固然如前所述，有台灣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的歷史性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面，可能也與處遇工作者的訓練背景有關，在本研究中，基於立意抽樣，社會工作的背景佔71.4%，心理背景則佔28.6%。在這樣的因素下，社會文化、家庭為基礎的家暴成因理論受到重視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就國際的觀點來看，WHO對加害人處遇模式介入模式的調查(Rothman et al., 2003)，在美國及英國之外的國家，其處遇方案，有高達73%採用性別觀點（親女性主義）做為家庭暴力的成因，27%則是採取心理病理學，即行為、情緒、認知問題或童年經驗做為家庭暴力的成因觀點。在本研究中，方案的理論基礎性別觀點的重視程度，與國際觀點大致上是相當的。至於社會情境學習模式與生態模式在加害人處遇方案中受到重視的程度則是台灣方案特有的表現。
若從加害人處遇計畫的核心主題來討論，若用Boonzaier(2008)的生態觀點的架構來分類，則可以表19來呈現:
	表19:家庭暴力成因理論與處遇計畫核心主題對應表

	家庭暴力成因理論
	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的核心主題
	次數
	百分比

	個人層面介入
	認知行為改變技術
	7
	100.0

	
	情緒疏導
	6
	85.7

	
	暴力責任探討
	5
	71.4

	
	酒精和藥物濫用議題
	4
	57.1

	
	發展對被害人的同理心
	4
	57.1

	
	強調人性正面態度、正向經驗和內在力量
	4
	57.1

	
	自我肯定訓練
	3
	42.9

	
	男性自我探討
	2
	28.6

	關係層面介入
	溝通技巧
	6
	85.7

	
	親密關係處理
	4
	57.1

	
	子女關係處理
	3
	42.9

	社會文化層面介入
	家暴法律課程
	7
	100.0

	
	權力控制議題
	4
	57.1

	其他
	其他
	1
	14.3


雖然加害人處遇工作者的背景主要為社會工作者，且對社會－文化面向的暴力成因相當重視，但在執行上，在核心主題不止反應出相對層面的理論模式的內涵，同時也十分著重個人層面的議題。亦即，處遇工作者的巨視面理論基礎的使用並非只呈現在巨視面主題的探討上，而可能也能展現於微視面的主題上。
加害人處遇方案無論是以那個成因理論為基礎，每個理論都有其限制或缺點，為彌補各個理論的缺點，美國的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也一直處在發展與改變的動態過程中。例如，Boonzaier(2008)提出生態模式；或者，鼓勵依加害人分類研究為基礎再行發展處遇方案，並對兩造同時進行評估；或者，Mills(2004)所提出的修復式正義等等。台灣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方案的發展初期，曾大量參考國外的文獻與做法，而加害人處遇工作至今也累積了13年的實務經驗，台灣的處遇工作者是否也可以回顧與整理加害人處遇經驗，思考其既有貢獻與所面對的問題，並加以修正，以更符合家庭暴力處遇的核心精神。

(二)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方案的成果評估
1.就加害人自陳量表來評估處遇成效
根據本研究的初步發現，加害人在結束處遇之後，其暴力與控制行為次數有明顯的下降，加害人的暴力次數自一年11.50次降為1.33次，而控制次數自一年16.86次降為6.07次，且在統計上有顯著的減少。但在得到這些結果的同時，我們提出兩方面的議題來討論：首先，如何界定「成效」的意義；其次，加害人自陳量表所得的結果是否可信?
加害人處遇的終極目標，一如家暴法中的立法宗旨:防治家庭暴力行為及保護被害人權益。以此標準來檢驗加害人處遇的成效，本研究所發現的「暴力次數降低」是否是有達到防止家庭暴力的目標，或者暴力行為的完全終止才可謂是一個有成效的結果?在暴力的定義上，被害人日常生活是否受到暴力的威脅與對待是直接影響其安全狀態的，統計上的「顯著性」的改變是提供給政策擬訂與實務工作者一個面向，來檢視處遇方案的妥適性，暴力與行為控制次數的顯著降低提供工作者一個方案繼續或修正的參考方向。然而，即使有統計上是呈現加害人處遇是有效的，也無法保證曾接受處遇方案的個別加害人將來一定不會對被害人帶來安全上的危害。就如同接受過交通安全講習的違規駕駛人，無法保證將來一定不會違規或肇事。但至少自陳暴力及權控次數的降低，較能推論在加害人的意識層面上，對社會及法律形塑而來的防治家庭暴力之期待及價值是相當在意的，知道目前社會及法律對家庭暴力的表徵及行為是持負面價值的，此一層面的知悉，或多或少會對加害人的暴力行為產生約制的力量。
另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是加害人自陳量表的評估結果是否可信？對於這個部份，我們暫且存著謹慎的態度，先就研究發現的其它部份探討，最後再一併論述。

2.處遇工作者對加害人的結果評估來探討處遇成效。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發現，處遇工作者的評估與加害人處遇後的暴力行為（報告）是無顯著相關的，此即意味著處遇工作者對加害人在處遇歷程中的觀察認為加害人仍有施暴的可能，而加害人的自陳卻呈現顯著「降低施暴次數」。其中有二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重點:

首先，依據研究結果，處遇工作者的評估只能做為加害人處遇期間表現的參考，但對加害人自陳暴力及控制次數的降低，則沒有顯著相關。處遇工作者只進行了處遇時間內的觀察，缺乏處遇情境外的所有資料。處遇結果評估的時間只是處遇期間一系列「時間點」的呈現之後，所進行的一次性評估，而非處遇結束後，經過一段時間後的呈現，而後者正是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的關注重點。再者，加害人在完成處遇之後，隨著時間的增加，防治網絡結束對案家的密集接觸與介入，加害人也可能增加對暴力控制行為的淡化或否認，使得加害人處遇成效在統計上顯得顯著有效，處遇工作者評估與加害人暴力行為表現無相關性，雖不能代表加害人必然有淡化或否認暴力的情形，但亦值得提醒我們需要有更多元的資料來協助理解完成處遇的加害人的暴力表現，而非僅就加害人自陳或處遇工作者的評估來為處遇成效做出結論。
3.從被害人的自陳量表來論處遇成效
在探討加害人的暴力與控制行為的表現上，被害人的觀察和經驗可能是最重要也最可信的參考資料，然而，此方面資料的取得卻是最不易得的，依據Feder和Feder(2000)的研究顯示，在一年的追蹤期間，只能得到21%的樣本(摘自Vincent，2000與Gondolf，2001）。而就本研究的經驗，要追蹤完成處遇的加害人就已十分不易，透過加害人進而取得被害人資料則更增加了資料蒐集的困難度。本研究在所有的追蹤樣本中，加害人及被害人同時可得的資料僅有8份，佔全部的17.39%。資料雖然有限，但據此有限的資料暫可一窺我們之前所提出的疑問:加害人自陳量表是否可信，以及我們最關切的加害人處遇之後對被害人的意義究竟為何?
根據本研究的發現，加害人確實在暴力與控制行為自陳的次數上有明顯的淡化情形。且其對被害人施暴的形式除具體的肢體暴力行為之外，亦有控制性的行為。一年之中，有6項暴力行為被弱化一次以上。而控制行為的弱化程度更加明顯，至少有14項在一年中被弱化一次以上。
但這裏存在一個問題，兩造之間互動時，暴力行為的認定，到底是加害人的報告較為真實？還是受害人的報告較為真實？加害人會淡化或否認他的暴力是眾所周知的現象。但被害人對其受害的質與量的內涵為何？是否被害人在暴力與控制次數的陳述上的現象反應的是更內在的需求，以致於加深兩組資料的落差程度?
根據研究資料雖然無法直接回答此問題，但很明顯的，台灣在執行家庭暴力防治法的過程中，都儘量避免出現質疑被害人的陳述的預設立場，這也符合家庭暴力防治法本身的立法之「保護被害人權益」的宗旨。雖然如此，並不表示避免質疑被害人陳述是一個不理性的做法。一般而言，在探討家庭暴力案件數目時，多會探討案件在進入刑事司法後的漏斗效應(Funnel Effect)，也就是刑事司法人員處理過程中逐步耗損(Attrition)的現象(韋愛梅，2010)，而家庭暴力案件的耗損過程，可能早在進入刑事司法流程之前就已經發生，因為被害人會經歷許多自我懷疑和行動上的複雜歷程，所以通常被害人本身就不願意向外人提供家庭暴力的事實 (Buzawz,2011)。被害人只有在以下六種情形下願意將家庭暴力事件訴諸司法(Buzawz,2011)

1.想要得到對自己和家庭更好的替代性做法

2.從一個被害者身份脫離出來，確認自己是一個有力量的人

3.特殊原因事件發生，例如有人犯法而且被報導出來

4.有一個機制使加害人可以參與處遇方案

5.藉以取得合法的身份以得到安全或經濟的保障

6.報復

在加害人的思維中，常常將第六個情形以偏蓋全，用以描述被害人提出聲請保護令的動機，而使得被害人的立場受到質疑，事實上是忽略了上述其它五個更重要而複雜的因素。

另一個可以參考的數字是保護令聲請與核發的比率，當加害人與被害人自陳的差異過大時，司法上的裁定歷經審理的過程，可能可以成為另一個「相對客觀」的參考。台灣在1999-2008年間聲請保護令中且核發保護令的案件佔63.4%，若是刪除撤銷案件狀況下，以核發件數占核發與駁回件數的百分比來看，則核發率高達85.4%(韋愛梅，2010)；然就最近一年(2011年7月至2012年6月)的司法院統計來看，聲請保護令中且核發保護令的案件佔62.2%，若是刪除撤銷案件狀況下，以核發件數占核發與駁回件數的百分比來看，則核發率高達82.7% (主計處，2012)，由此可見在家庭暴力事件進入司法流程後，除卻撤回等因素，八成以上會被法官認定有暴力的事實而核發保護令。因此，我們暫且願意接受被害人對暴力經驗自陳的說法，並以此為基準來探討處遇成效的問題。

由此來看，加害人處遇在有限的時間與次數之下，是否能使參與者改變其暴力行為，加害人與被害人所提供的資訊是有很明顯的落差的。國外後設研究分析中發現（mata-analysis），處遇方案成效不大。不論在Duluth/女性主義及認知行為方式，其成效都不大（Simons & Lehmann, 2009），其實與本研究的疑慮是相近的。而加害人弱化控制次數更甚於肢體暴力次數的表現。這也一如國外研究：非肢體的施虐仍是一個值得重視的議題。至於肢體暴力的部份，是否仍可以期待其停止或減少，如WHO於2003年的研究報告(Rothman et al., 2003)所指出: 在美國及英國，完成處遇方案的加害人比起沒能完成處遇方案的加害人，有50%-90%的比例在六個月到三年的追蹤上，依然維持在沒有暴力的行為。比起中斷處遇的加害人，能完成處遇的加害人，約有三分之二的比例不太可能再對伴侶施以肢體暴力。因台灣方案的處遇次數及時數十分有限，在台灣的方案中是否也可以期待能對加害人產生肢體暴力有效的控制，則期待有更周延的研究來加以探討。由於來自於加害人與被害人的資訊兩者間有所落差，而使本研究對處遇成效持保守的態度，王茲繐(2008)則認為台灣家暴加害人處遇成效依方案的差異而不同，若要將兩者的觀點一併討論，則可以下圖3來看。

[image: image3]
如圖3所示，加害人在處遇情境中經歷一些學習和互動的歷程，就王茲繐(2008)的研究分析，其認知與態度會因而有所改變，然而此改變是否會帶來行為層次的改變，在本研究中就出現了加害人、處遇工作者、被害人歧異的看法，需要更深入的進一步探究。
然而，從上述的差距而言，是否就可以認定加害人處遇完全沒有必要?依據被害人資料，處遇後的被害人生活品質有87.5%都認為其有好的生活品質，而62.5%亦認為她們有享受生活的感受。研究中雖無法說明此為加害人處遇的效果，但從其生活品質及享受程度呈現的時間點觀之，值得吾人進一步探討此是否為家暴防治系統介入對被害人所帶來的貢獻。
6、 研究結論、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發現，在婚姻暴力中加害人處遇方案的執行面上，多以「社會－文化」及「以家庭為基礎的成因理論」為處遇方案的基礎，但在核心主題的呈現上，則顯然非常重視個人層面的介入，其中包括認知行為、情緒疏導等等。至於暴力行為改變方面，在加害人自陳上，施暴次數有顯著的降低，且暴力次數降低的情形遠比控制次數降低情形為佳，表示辨別及改變暴力行為比改變控制行為容易。值得注意的是，加害人自陳結果與處遇工作者及被害者的觀點並不一致，因此仍需留意加害人暴力自陳的淡化或否認現象。另一方面，加害人在歷經處遇的介入之後，被害人的生活品質及生活享受程度則有明顯的改善，是否因為加害人在言語、行為的表現上有所改變，進而改善了被害人的生活品質，值得進一步的探討。

本研究為立意取樣，樣本數有限，因為追蹤不易，在加害人資料上只有46筆，而被害人資料只有8筆，因此研究結果僅能對現有的現象做一初探，難以推論至全台灣的情境。嚴格的處遇成效研究除了需要隨機抽樣之外，最好仍有控制組的設計，以使結果的解釋上能更加的精確。然而，這在實務工作上是十分困難的。雖然如此，此研究雖然無法完全解釋結果發現是「加害人處遇」的成效，但藉由相關文獻及多元的抽樣來源的參考，或可窺見家庭暴力防治網絡介入下的影響。
基於本研究的發現:歷經處遇的加害人施暴次數降低及被害人生活品質的改善，因此建議從政策面更加強推廣加害人處遇，以促使加害人改變暴力行為、提昇被害人生活品質。然而，從樣本追蹤不易的問題來看，家暴法的介入可能帶來家庭的巨大改變，因此在實務上是否可能發展更細緻的介入方式，使得案家能更順利進入改變暴力情境的歷程，值得實務界的參考。
而研究的發展上，加害人處遇成效研究在實務領域的操作有其難度，但亦有其重要性，建議若能透過防治網絡的資料蒐集來做全面性的整理，將會有助於對處遇工作成效的探討，結果也將更能做為政策和實務工作發展上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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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個案處遇給果評估與加害人暴力行為的相關性
	表12-1:處遇工作者評估「認知暴力」的變異數分析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顯著性

	
	
	
	
	
	

	加害人行為控制
	無法或可以指認身體、言語、性、經濟、精神等暴力至少1種。
	1
	1.0000
	.
	.236
	.792

	
	可以指認身體、言語、性、經濟、精神等暴力至少2種。
	17
	5.8235
	7.32492
	
	

	
	可以指認身體、言語、性、經濟、精神等暴力至少3種以上。
	11
	7.0909
	11.14858
	
	

	
	總和
	29
	6.1379
	8.74122
	
	

	加害人暴力評估
	無法或可以指認身體、言語、性、經濟、精神等暴力至少1種。
	1
	.0000
	.
	.709
	.501

	
	可以指認身體、言語、性、經濟、精神等暴力至少2種。
	17
	.9412
	1.95162
	
	

	
	可以指認身體、言語、性、經濟、精神等暴力至少3種以上。
	11
	2.1818
	4.04520
	
	

	
	總和
	29
	1.3793
	2.90829
	
	


	表12-2:處遇工作者評估「承認暴力行為」的變異數分析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顯著性

	
	
	
	
	
	

	加害人行為控制
	不願意揭露。/ 完全否認。
	1
	2.0000
	.
	.179
	.837

	
	承認，但合理化暴力。/ 承認，但淡化暴力。
	26
	6.4615
	9.14869
	
	

	
	承認暴力是自己選擇。
	2
	4.0000
	4.24264
	
	

	
	總和
	29
	6.1379
	8.74122
	
	

	加害人暴力評估
	不願意揭露。/ 完全否認。
	1
	.0000
	.
	.131
	.878

	
	承認，但合理化暴力。/ 承認，但淡化暴力。
	26
	1.4615
	3.04934
	
	

	
	承認暴力是自己選擇。
	2
	1.0000
	1.41421
	
	

	
	總和
	29
	1.3793
	2.90829
	
	


	表12-3:處遇工作者評估「同理感受」的變異數分析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顯著性

	
	
	
	
	
	

	加害人行為控制
	不願意表態。/ 完全無法同理被害人感受。
	12
	3.7500
	4.91981
	.870
	.431

	
	表現同理被害人感受，惟進步討論無法具體回應同理感受為何。
	9
	8.7778
	11.75561
	
	

	
	部份時候可以同理被害人感受。
	8
	6.7500
	9.51315
	
	

	
	總和
	29
	6.1379
	8.74122
	
	

	加害人暴力評估
	不願意表態。/ 完全無法同理被害人感受。
	12
	.2500
	.86603
	1.706
	.201

	
	表現同理被害人感受，惟進步討論無法具體回應同理感受為何。
	9
	2.4444
	3.16667
	
	

	
	部份時候可以同理被害人感受。
	8
	1.8750
	4.15546
	
	

	
	總和
	29
	1.3793
	2.90829
	
	


	表12-4:處遇工作者評估「願意改變」的變異數分析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顯著性

	
	
	
	
	
	

	加害人行為控制
	不願意。
	2
	12.0000
	16.97056
	.311
	.817

	
	願意，動機可能為迎合領導者的期待。/ 願意，動機可能為避免再次觸法。
	16
	5.6250
	8.53131
	
	

	
	願意，動機可能為孩子。
	8
	5.5000
	9.84160
	
	

	
	願意，動機可能為改善親密關係。
	3
	6.6667
	1.52753
	
	

	
	總和
	29
	6.1379
	8.74122
	
	

	加害人暴力評估
	不願意。
	2
	2.0000
	2.82843
	.090
	.965

	
	願意，動機可能為迎合領導者的期待。/ 願意，動機可能為避免再次觸法。
	16
	1.1250
	2.60448
	
	

	
	願意，動機可能為孩子。
	8
	1.6250
	4.20671
	
	

	
	願意，動機可能為改善親密關係。
	3
	1.6667
	.57735
	
	

	
	總和
	29
	1.3793
	2.90829
	
	


	表12-5:處遇工作者評估「參與討論程度」的變異數分析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顯著性

	
	
	
	
	
	

	加害人行為控制
	不願意揭露。/ 不願意開放討論自己，惟可以參與其他個案的討論但多為負向回饋。
	2
	.0000
	.00000
	.638
	.598

	
	不願意開放討論自己，惟可以參與其他個案的討論且多為正向回饋。
	5
	4.4000
	7.16240
	
	

	
	願意開放討論自己，惟動機可能為迎合領導者的期待。/ 願意開放討論自己，惟言詞閃爍無法正面具焦討論。
	10
	8.6000
	10.46900
	
	

	
	願意開放討論自己，並能描述暴力及內在感受。
	12
	5.8333
	8.50490
	
	

	
	總和
	29
	6.1379
	8.74122
	
	

	加害人暴力評估
	不願意揭露。/ 不願意開放討論自己，惟可以參與其他個案的討論但多為負向回饋。
	2
	.0000
	.00000
	.148
	.930

	
	不願意開放討論自己，惟可以參與其他個案的討論且多為正向回饋。
	5
	1.4000
	3.13050
	
	

	
	願意開放討論自己，惟動機可能為迎合領導者的期待。/ 願意開放討論自己，惟言詞閃爍無法正面具焦討論。
	10
	1.5000
	2.63523
	
	

	
	願意開放討論自己，並能描述暴力及內在感受。
	12
	1.5000
	3.45096
	
	

	
	總和
	29
	1.3793
	2.90829
	
	


	表12-6:處遇工作者評估「配合度」的變異數分析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顯著性

	
	
	
	
	
	

	加害人行為控制
	積極配合課程進行，惟多為負向效果。
	7
	5.2857
	8.99471
	.085
	.773

	
	積極配合課程進行，並多為正向效果或促進團體進行。
	22
	6.4091
	8.85685
	
	

	
	總和
	29
	6.1379
	8.74122
	
	

	加害人暴力評估
	積極配合課程進行，惟多為負向效果。
	7
	.5714
	1.51186
	.705
	.409

	
	積極配合課程進行，並多為正向效果或促進團體進行。
	22
	1.6364
	3.21522
	
	

	
	總和
	29
	1.3793
	2.9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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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加害人暴力行為改變路徑





行為的改變:


減少暴力行為


減少控制行為























圖2婚暴加害人處遇成效研究架構圖





婚暴加害人處遇之前的暴力調查


加害人基本資料


加害人生活品質


加害人衝突經驗





婚暴加害人處遇後的暴力調查


加害人基本資料


加害人生活品質


加害人衝突經驗








認知與態度的改變:


參與度


態度


認知


語言


個人功能


暴力控制


問題解決能力


兩性平權概念


承認暴力行為





加害人團體處遇的動力:


加害人彼此情緒支持及模仿學習





其他參照指標


處遇工作者評估


被害人調查資料





婚姻暴力加害人處遇成效評估研究





文獻探討：


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文獻


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成效文獻分析





處遇方案探索


處遇工作者專業背景


處遇工作者工作經歷


處遇方案理論基礎


處遇方案核心主題


加害人處遇評估資料





婚姻暴力加害人調查


加害人基本資料調查


加害人生活品質調查


加害人衝突經驗調查





婚姻暴力被害人調查


被害人基本資料調查


被害人生活品質調查


被害人目前安全狀況調查





了解目前方案的執行概況與執行內容


了解處遇之加害人與保護令裁定前的加害人之暴力行為的差異


了解處遇工作者在處遇後的評估對加害人再犯行為的預測力


探討加害人被害人在控制及暴力陳述的一致性為何


了解被害人生活狀況與生活品質改善程度








圖1婚姻暴力加害人遇成效評估研究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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